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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工业企业创新韧性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增强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课题。 以 2013—2023 年中国 A 股上

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基于多维邻近性理论与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企业数字邻近度指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数字邻近度对创

新韧性的影响机理与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①数字邻近度对工业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曲线,且
该曲线拐点位置的数字邻近度水平为 0. 551,研究结论具有优良的稳健性。 ②数字邻近度的赋能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其

中,东部与中部企业表现为显著的 U 型关系,西部企业则表现微弱;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均表现为 U 型曲线,且国有企业的拐点

位置略高于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的拐点位置略低于中小型企业;高融资约束型企业拐点略低于低融资约束型。 企业内部控

制质量的调节作用不容忽视。 ③中介机制表明,企业动态能力的四条中介路径中,信息开放共享和市场需求扩展表现为正向

中介机制,生产效能提升与知识溢出表现为负向的中介机制。 因此,重视工业企业数字化进程中的数字邻近机制完善,以及

数字邻近度通过动态能力提升的正向赋能路径,为增强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韧性能力提供新动能。 研究从理论与实证

两个维度,深入探析数字邻近度对工业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机制、调节路径和异质性特征,为政府提升工业企业创新韧性、加
速数字化引导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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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工
业企业数字化是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任务。 数字化进程中,数字技术及其产生的大

量数据资源,持续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塑效应,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的要素禀赋、知识来源、知识

加工与知识生产等环节,还体现在工业企业间的研发竞合关系等环节,是影响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与

创新韧性水平的重要因素[1-2] 。 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深度转型期,市场需求快速变化、竞争环境日益

复杂多变,良好的创新韧性是企业应对外部创新冲击、快速适应新挑战并实现逆势创新成长的关键。 因此,
工业企业如何在数字化进程中,提升自身创新韧性水平,正成为提升工业部门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

课题。
邻近性概念源于不同主体间的相似度表征,在组织合作创新、合作联盟、跨区域合作方面占据重要地

位[3] ,是影响创新主体产出与创新变化的关键因素。 多维邻近性侧重于从地理空间、社会关系及技术基础

等方面表征主体间的相似性程度。 创新主体间较高的邻近性,可带来显著的外部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而影

响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与创新交互活动,驱动创新绩效变动[4] 。 Boschma[5] 将多维邻近性分解为地理、制度、
社会、认知和组织邻近五个维度。 现有研究集中于单一维度邻近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6-7] 。 其中,地理

邻近性方面的成果最为丰富,组织邻近性的创新效应研究开始涌现。 当前,个别学者独立评估单一邻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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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效应。 例如,梁玲玲和路玉莹[8]基于多维邻近性理论,从认知、技术和关系邻近性三个方面考察各自

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 张宁宁等[9]从社会、认知、制度和地理四种邻近性构建模型,探究不同邻近性

各自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无论地理邻近、组织邻近、技术邻近等均已成为影响创新绩效产出变动的重

要因素,但多维邻近性对创新韧性的影响机理仍处于空白期,且不同邻近性的交互作用也未纳入创新效应

范畴。
综上可知,伴随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延伸,数据要素所具有的可复制、可共享、无限

供给、无限使用、无限增长和天然绿色等属性,不仅对创新过程具有更高的渗透度和更广的覆盖性,还能缓

解创新主体基于地理、制度、组织、认知距离引致的创新约束效应[10] ,以及协调主体多维邻近性之间的交互

机制,可能是驱动创新主体创新成果产出及创新韧性变化的重要方向。 具体而言,数据信息资源的深度渗

透重构了企业原有的创新系统中的要素禀赋、知识来源、知识加工与新知识产生过程等,促使企业创新认知

从线性思维向网络化思维转变,从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演进[11] 。 同时,数字平台的发展重构了企业社

会合作关系网络,打破原有地理局限,推动创新主体间的协作从层级化向扁平化、从地域化向全球化转变,
创新资源在组织、地域和产业间的流动越发频繁[12-13] 。 这种深层次的变革进一步催生了适应数字时代特征

的创新制度体系构建,因此传统多维邻近理论在解释数字驱动背景下的企业创新机制未必完全适用,数字

邻近作为传统邻近理论在数字化情形下的进一步拓展,通过测度企业产业与数字技术的加权平均距离,综
合多维邻近性的交互作用,系统性表征了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与在数字化网络中的位置。 而当今中国工业企

业数字化进程正处于深水区,数字技术与企业多维度融合远未完成,数字化究竟对企业创新过程而言,是
“赋能”还是“负能”,需展开详细评估。 当前个别学者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尝试通过构建“技术邻近+资源匹

配”的数字邻近度指标实证分析“数字邻近度-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尚未展开“数字邻近度-创新韧性”的

影响研究。
本文主要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参考产品相似度的测度思路,在综合考虑“技术邻近度+资源匹配性”基

础上运用多维邻近理论构建企业数字邻近度指标,刻画工业企业与数字技术的综合邻近水平基础,为现有

的企业数字化水平测度提供新思路。 第二,依据动态能力理论,从数据要素的独特属性及其对企业经营的

重塑效应特点出发,构建“数字邻近度-动态能力提升-企业创新韧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数字邻近度

变动,通过信息共享、效能提升、需求拉动、知识溢出四种中介路径,间接影响企业创新韧性的作用机理,以
进一步拓展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邻近度与企业创新韧性

“创新韧性”概念由 Oeij 等[14]于 2016 年提出,是指个体、组织或系统在面临外部冲击或不确定性时,通
过灵活适应、持续创新和资源整合,保持创新能力并实现恢复甚至超越原有水平的能力。 多变性、不确定

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时代,环境复杂性、创新氛围、研发协作水平、融资约束等条件变化,影响着创新

主体活动的灵活性和稳定性,进而影响创新韧性[15] 。 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工业企业创新韧性可视为工业企

业在不断动荡环境中,持续进行创新、不断积累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新能力的一种强化机制[16] 。 数实融合背

景下,企业尝试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业务重大改进、提升运营效率、优化组织架构、重塑价值创造方式。 但数

字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数字技术与企业资源能力兼容性较差,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利影响。 数字化对创新的

影响研究较为丰富,对创新韧性的影响研究较少,且集中于组织韧性方面。 其中,卢正文和许康[17]以 A 股上

市企业为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韧性间存在着明显的倒 U 型关系,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密切相

关。 中国工业企业开始大规模数字化背景下,数字技术与企业技术、资源与管理运营等的深度融合阶段远

未实现,数字化的创新赋能效应需深入评估[18] 。
数字邻近度作为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一种测度方式,本质上是企业与数字产业多维邻近性的综合体现。

具体而言,企业在认知结构上更倾向于人工智能等数字核心领域,其资源配置模式与数字化需求高度适配,
自身资源能力与数字技术有较高的匹配性,组织能力体系呈现出显著的数字化特征。 这种多维性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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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近会促使企业生产创新技术聚焦于数字核心领域,推动产品产业向数字产业转型。 多维邻近性之间的交

互作用会产生协同效应,其中技术邻近为知识转移提供基础,知识邻近促进能力重构,制度邻近降低转型风

险,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体现为产品邻近性的提升。 产品空间理论指出当不同产品所依赖的生产要素

在技术空间、知识空间和资源空间的重叠度较高时,企业更容易实现产品谱系的延伸和转型[19] 。 故基于多

维邻近理论与产品空间理论,本文提出“数字邻近度”这一系统性概念。 数字邻近度指标通过融合企业数字

化认知邻近、数字技术社会邻近及数据要素制度邻近等多维特征,测度企业产业与数字技术的加权平均距

离,综合多维邻近性的交互作用,系统表征企业与数字产业核心领域的趋近程度[20-21] ,是多维邻近理论在数

字化背景下的进一步拓展。 当前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测度多以数字化投入作为核心变量展开,忽视了数字技

术与企业能力资源的兼容性环节。 故综合考虑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资源能力多维邻近性基础上的数字产

出成果指标,更加科学和具有参考价值。
根据组织惰性理论,企业在数字化进程中,存在着数字求变与资源刚性、惯例刚性间的矛盾,数字化效

应本质上依赖于企业与数字产业的多维邻近性[14] 。 在数字化变革初期,工业企业所面临的系统性变动与

“组织惰性”间的矛盾较大,较低的数字邻近度意味着企业数字化水平较差,数字技术与企业架构、制度、认
知等方面存在显著适配缺口,这种不匹配性会引发多重负面效应[22] 。 此时数字化需要的“变革”与资源刚

性、管理刚性间的“不变”间的矛盾,对企业运营带来的摩擦力不容忽视,冲击企业创新活动的稳健展开。 例

如,数字变革的“犬儒主义”诱发企业研发人员消极态度,导致反生产等负面行为发生,降低技术创新活动的

可持续性[23] ;数字技术无法打破生产流程间、管理部门间、系统模块间“数据壁垒”,较高的数字改造投资,
形成对其他部门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研发资源投入,不利于创新活动抗风险能力提升[24] 。 随着数字邻

近度的不断提升,数字技术与资源刚性、管理刚性间的矛盾逐渐弱化,对创新韧性的正向驱动效应不断释

放,是提升创新韧性的重要变革。 企业在数字网络中的地位越接近数字产业集群,其数字邻近度指标值越

高,这本质上反映了企业数字技术架构与组织惯例、资源基础具有高度兼容性,能够有效缓解数字化转型中

的“变革-刚性”矛盾[25] 。 这种数字邻近度的动态演化,不仅决定了企业获取数字技术外溢效应的效率,更从

根本上重塑了创新升级的潜在路径[26] 。 高数字邻近度企业往往能更快速地实现数字技术同化吸收,通过

“数字能力-业务场景”的协同创新机制,加速完成产业价值链的数字化跃迁,有助于工业企业创新系统稳定

性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是工业企业创新韧性的重要赋能渠道。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曲线(H1)。
(二)基于动态能力提升的中介效应机制

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企业应注重提升风险感知、资源获取与转化能力,以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充足的资源储备、内部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对外部冲击和变化的有效适应性,是
韧性理论中强韧性系统通常具备三个核心特征[17] 。 VUCA 环境下,“感知-获取-转化”的动态能力组合不仅

能将企业将外部冲击转化为市场机遇,更能主动调整创新战略、重组资源结构,从而实现创新韧性提升和逆

势成长[27] 。 然而数实融合进程的不断深入催生了顺应时代特征的新制度规则体系构建,传统动态能力组合

难以完全覆盖数字环境下
 

“数据整合、平台协同、生态构建”
 

等新型能力需求。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邻

近度提升重构了企业的价值创造体系,不同于传统依赖单一主体、线性流程的价值模式,数字邻近度通过强

化企业与数字产业在认知、技术、制度等维度的适配性,打破了资源流动的时空壁垒,推动价值创造向“网络

化协同”
 

转型。 这一变革直接推动传统企业动态能力实现系统性升级,显著优化了工业企业营运活动的核

心环节,如信息开放程度的提升让企业能够实时捕捉产业链上下游动态,资源匹配效率的改善降低了跨主

体合作的交易成本,跨主体协同能力的增强打破了部门与组织间的协作壁垒,知识共享机制的完善则加速

了技术与经验的传递[28] 。 数字邻近度驱动的动态能力通过强化组织的适应性、灵活性和战略柔性,成为构

建创新韧性的微观基础[29] 。 因此,本文结合数字邻近度的特点,借鉴 Teece[30] 、徐细雄等[31] 的研究对企业

动态能力的划分,将从信息开放共享、生产效能提升、市场需求拉动、知识溢出四个方面探讨数字邻近度对

工业企业创新韧性的中介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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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数字邻近度有利于提升企业信息开放水平,缓解信息不对称风险。 随着企业数字邻近度提升,数
字技术与资源能力多维耦合重构了企业的信息流动模式。 数字驱动的动态能力可以提高企业的数据敏感

度,使其在有效时间内感知、获取、利用数据信息并将其转化为信息资源,从而强化企业内外部信息披露全

面性[32] 。 具体而言,更加开放的内部信息环境可以有效破除企业内不同部门、流程、系统间的数据壁垒,信
息共享机制的优化不仅提升了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通过增强管理敏捷性使企业创新体系具备动态调整能

力。 同时,数字技术持续性渗透可以降低外部信息不对称性与企业间技术垄断,数字邻近度提升带来的信

息高流动性和强嵌入性特征,能够构建企业与投资方之间的“零距离”交互机制,建立基于价值共识的透明

合作空间,增强企业与外部创新网络的连接强度,并有效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拓宽持续性研发的外源资金

渠道。 这种“内部协同-外部联通”的双重效应既提升了企业对创新冲击波动的响应效率,又优化了创新资

源配置,从而系统性增强创新韧性[33] 。
因此,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提出假设:
数字邻近度通过信息开放共享效应,对企业创新韧性产生间接影响(H2)。
第二,数字邻近度可能通过多种潜在动力影响企业生产效能。 其一,数字驱动的动态能力能够优化企

业知识获取路径,通过增强与数字生态系统的连接强度,促进隐性知识的跨组织流动[34] 。 其二,较高的数字

邻近度有助于降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组织摩擦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数字邻近度通过

重构生产流程中的信息传递模式,实现生产环节的精准协同,从而系统性提升企业生产效能[35] 。 生产效能

提升能有效扩大企业的资源储备规模,既包括创新活动短期应急所需的资金资源,也涵盖长期发展所需的

技术积累、人才储备、基础设施等战略储备,为创新活动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36] 。 此外,通过优化生产流

程和资源配置效率,企业构建起多元化的资源结构,显著提升了创新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时的资源调配灵活

性;生产效能改进带来的成本节约和利润增长拓宽了内源融资渠道,确保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为技术创新系

统稳定性发展提供保障与动力[31] 。
基于此,提出假设:
数字邻近度通过生产效能提升效应,对企业创新韧性产生间接影响(H3)。
第三,数字邻近度的提升能够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动态感知能力,通过实时数据分析和消费者行为

追踪,实现更精准的市场细分和需求预测[37] 。 另外,数字驱动的资源获取能力可以助力企业突破地理边界

限制,通过数字化平台拓展潜在客户群体,并通过重构产品服务交付模式,实现个性化定制和即时响应,从
而有效扩大市场覆盖范围、扩张市场需求[38] 。 工业企业市场需求扩张能够形成集聚效应,以较低成本实现

创新要素的有效配置,持续的市场需求也能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支持,保障研发投入的持续

性。 资源储备的多样性也至关重要,多元化的市场需求能促使企业构建更加丰富的创新资源储备,增强了

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能力。
基于此,提出假设:
数字邻近度通过市场需求扩张效应,对企业创新韧性产生间接影响(H4)。
第四,在不确定性、风险较高情景下,单一创新主体仅依靠自身知识储备,难以实现持续性创新[39] 。 在

创新生态系统中,数字邻近度的提升通过强化动态获取与转化能力,显著改善了主体间的知识流动效率:一
方面,数字化连接降低了知识转移的时空壁垒,使隐性知识更易编码和传播,有利于加速企业对显性知识的

消化吸收,以及隐性知识整合并转还未显性知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强化了创新网络的连通性,
扩大了异质性知识的接触面。 主体间合作创新模式可以通过加强知识搜索、消化、吸收与创造行为,从而进

一步提升主体持续创新能力。 原因在于:一方面,主体间知识“势差”产生知识供求关系,强化内生的知识流

动需求和合作意愿,进而促进知识溢出效应[40] ;另一方面,在于协作创新有利于巩固创新网络中的结构洞优

势,通过促进主体沟通和资源共享程度,提升合作主体间的学习吸收异质性知识,促进知识溢出效应。
基于此,提出假设:
数字邻近度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韧性产生间接影响(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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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机制

内部控制作为风险管理的关键部分,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通过识别与缓解风险支持企业数字化与技术

创新活动。 较高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有助于提升数字化与创新决策的质量和

效率,增强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处理能力;有助于保障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避免可能的创新行为法律

风险;有助于通过培育积极的企业文化,推动员工数字化与技术创新的参与度,提升企业创新绩效[41] 。 反

之,较低的内部控制体系,不仅无法释放规范管理、提升决策质量与创新绩效优势,还对数字化所必需的制

度适配与结构性变革构成刚性约束[42] 。 进而不利于知识管理与新知识产生所需的变革性要求,降低创新系

统的风险感知与资源重构水平,将成为企业创新韧性的重要瓶颈。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数字邻近度与创新韧性间的关系(H6)。
综上可知,数字邻近度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机理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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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邻近度概念界定与对创新韧性的影响机理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面板回归模型构建

为验证工业企业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 U 型影响,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
EIR it = β0 + β1dcit + β2dc2

it + αConit + μi + λ t + εit
    (1)

其中: i 为工业企业; t 为年份; EIR 为创新韧性; dc为数字邻近度; Con 为控制变量; β0 为常数项; β1 为数字

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影响系数; α 为控制变量系数; μi 和 λ 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期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

误差项。
(二)变量定义和说明

1. 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韧性(EIR)
借鉴相关研究的思路[43-45] ,采用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变化表征企业创新韧性水平,具体公式如式(2)

所示。

EIR it =
ΔPatit - ΔE

 

| ΔE |
,

 

ΔE =
Patc,t - Patc,t -1

Patc,t -1

× Pati,t -1
 (2)

其中:i 为工业企业; c 为所在城市; Pat 为专利申请量; ΔPat 为企业专利申请量变化; Pati,t -1 为企业 i 在第

t-1 年的专利申请量; ΔE 为以企业所在城市 c 专利申请增长率估算的工业企业当年专利申请量。 EIR 指标

值越大,表明该工业企业的创新韧性水平高,反之则越低。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邻近度(dc)
基于 Hidalgo 等[19]和马海燕等[21]的研究,工业企业的数字邻近度指标具体测度思路如下:
首先,参考 Hidalgo 等[19] 提出的产品空间测度思路构建行业空间,得到行业间技术关联程度 δij ,如

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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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ij = lg 1
min[P( rcaci | rcacj),P( rcacj | rcaci)]{ } , rca =

Salc,i ∑ iSalc,i

∑ c
Salc,i ∑ c,i

Salc,i
       (3)

其中: i 和 j 为两个行业; Sal 为销售额,选取企业产出数据(销售收入指标)展开,能够表征企业技术、要素、
制度、管理能力等综合水平,故选取该指标展开相关测度以反映企业数字化过程中的多维邻近水平; rca 为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通过企业销售额比重与所有行业平均比重的比值来衡量, rca > 1 为企业 c 在第 i 行
业占据比较优势; P( rcaci | rcacj) 和 P( rcacj | rcaci) 均为条件概率, P( rcaci | rcacj) 表示企业 c 在行业 j 占据

比较优势条件下在行业 i 占据比较优势的条件概率, P( rcacj | rcaci) 则相反,通过计算最小条件概率来测算

行业间技术相似度。 δij 将“相似度指标”转变为“距离指标”,通过对最小条件概率的倒数取对数得到,用以

表征行业间技术关联程度、构造行业空间。
其次,根据相关文献成果[46-47] ,选取国家统计局公布行业代码中的 C39、I63、I64、I65(分别为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数

字产业。 根据式(4)得到不同行业与数字产业的平均最短路径,即行业 i 的数字邻近度指标 Ici 。

Ici =
1

1 + i 行业距数字产业的平均最短距离

                             

(4)

最后,将数字邻近度从绝对指标调整为相对指标,以企业 k 行业销售额为权重,加权得到企业 k 所涉及

多个行业产品的数字邻近度指标 dc ,如式(5)所示。

dck =
∑

n

i = 1
IciSalki

∑
n

i = 1
Salki

(5)

3. 控制变量选取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48] ,选取企业基本属性、经营状态、管理层特质三类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企业基

本属性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与股权集中度
 

( top1)变量;经营状态变量包括净资产收益率

(roa)、资本性支出(cap)、财务杠杆(lev)和销售收入增长率(rgr),其中销售收入增长率用营业收入本年金额与

上年同期金额之差再与上年同期金额的比值衡量;管理层特质变量包含独立董事占比( poid)、董事会规模

(bs)、管理层年龄(eage)、董监高是否有海外背景( ewo)。 其中,独立董事占比用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

数的比值表征,管理层年龄通过公司高管的平均年龄得到。
4. 中介变量选取

信息开放共享(OPEN)。 拟参考辛清泉等[49]的测度思路,选取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考评

等级表征信息开放水平,同时根据企业分析师跟踪人数表征信息提供者行为指标,最终综合两指标的样本

百分级并取均值进行衡量。
生产效能提升(TFP_OP),作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高水平的生产效能意味着能以更少的

资源投入获得更大产出规模。 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是企业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故拟利用

鲁晓东和连玉君[50]的思路采用 Olley-Pakes 法(OP 法)得到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生产效能提升。
市场需求扩张(MAR),拟利用企业销售收入与客户集中度之比表征工业企业的市场需求扩张水平指

标。 MAR 指标值越高,表明企业市场需求扩张程度越大。
知识溢出效应(Spill)。 在不确定性风险处于较高的发展情景下,不同主体间的知识溢出可以促进跨界

协作与合作创新,加强知识搜索、消化、吸收与创造行为提升持续性创新能力,遂拟采用技术流量法测度工

业企业知识溢出水平。
(三)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工业企业选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 T
 

4754—2017》中 20 个门类中的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三个大类部门展开。 考虑数据可得性,研究样本为 2013—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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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上市工业企业。 企业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按行业分类营业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
独立申请发明专利数据源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其余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 ST(special

 

treatment)、PT(particular
 

transfer)和∗ST 企业,剔除关键变量数据严重缺失

样本,以及专利信息不规范、不完整的专利数据。 最终得到 1011 家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为减少异

常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与 99%的缩尾处理。
从表 1 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创新韧性均值为 2. 159,标准差为 14. 310,表明不同企业

创新韧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数字邻近度代表工业企业现有数字化水平,其均值为 0. 208,
 

标准差为
 

0. 099。
Rahmati 等[51]基于 1990—2017 年美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显示,其数字邻近度均值为 0. 24,对比之下中国

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对回归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发现,拒绝原假设,选取固定效应模

型形式进行回归。 根据方差膨胀因子(VIF)指标测算结果可知,所有模型解释变量 VIF 均介于 1. 02 ~ 2. 48,
均值 1. 43,远小于 10,故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个体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韧性 EIR 11911 2. 159 14. 310 -70. 603 139. 301 —
解释变量 数字邻近度 dc 11503 0. 208 0. 099 0 0. 947 1. 02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11610 22. 729 1. 348 20. 161 27. 245 2. 48
企业年龄 age 11419 2. 385 0. 644 0 3. 434 1. 72

股权集中度 top1 11569 10. 532 16. 269 0 69. 500 1. 50
净资产收益率 roa 11610 0. 057 0. 119 -0. 994 0. 353 1. 15
资本性支出 cap 11609 2. 339 3. 094 0. 008 8. 007 1. 62
财务杠杆 lev 10522 0. 072 0. 085 0 0. 401 1. 34

销售收入增长率 rgr 11609 0. 135 0. 285 -0. 467 2. 258 1. 12
董事会规模 bs 11906 8. 641 1. 682 5. 000 15. 000 1. 48

独立董事占比 poid 11904 37. 591 5. 564 30. 000 60. 000 1. 37
管理层年龄 eage 11906 50. 139 3. 084 41. 650 58. 525 1. 36

高管是否有海外背景 ewo 11906 0. 595 0. 491 0 1. 000 1. 03

中介变量

信息开放共享 OPEN 11906 0. 381 0. 184 0 0. 969 1. 25
生产效能提升 TFP_OP 11906 6. 915 0. 844 3. 612 10. 214 1. 57
市场需求扩张 MAR 11906 20. 198 1. 835 14. 643 29. 358 2. 34
知识溢出效应 Spill 11906 3. 526 1. 599 0 9. 702 1. 27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展示了根据式(1)测算的工业企业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1)列所示的回

归结果可知,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形下,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影响系数为-6. 200,且在 5%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表明工业企业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影响为显著负向。 加入控制变量后,根据(2)列所示的回

归结果发现,dc 对 EIR的影响系数为-8. 694,在 1%的置信水平下水平上仍显著,并且模型拟合优度从 0. 008
提升为 0. 015。 进一步加入 dc 变量的二次项(dc2 )后,数字邻近度的一次项系数为-49. 606,二次项系数为

45. 000,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上均为显著。 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表明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驱动效

应表现为显著的 U 型关系,假设 H1 成立。
借鉴 Lind 和 Mehlum[52]于 2010 年提出的三步程序法,进一步识别二者间 U 型关系。 如图 2 所示,根据

回归结果得到的关系曲线表现为明显的 U 型,且曲线从“下降→上升”的转折点位置为 0. 551。 结果表明,若
数字邻近度低于 0. 551 情形下,工业企业数字邻近度的增长抑制了其创新韧性水平;反之,若数字邻近度高

于 0. 551 情形下,数字邻近度的增加有利于工业企业创新韧性的上升。 进一步根据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共有 489 个观测值位于拐点右侧,样本比例仅为 4. 25%,即研究期内约 95. 75%的工业企业数字邻近度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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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邻近度与创新韧性关系的 U 型曲线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dc -6. 200∗∗

( -2. 05)
-8. 694∗∗∗

( -2. 74)
-49. 606∗∗∗

( -5. 54)

dc2 45. 000∗∗∗

(4. 89)

size
-0. 494

( -1. 05)
-0. 356

( -0. 75)

age
-0. 007

( -0. 01)
-0. 063

( -0. 08)

top1 0. 462∗

(1. 93)
0. 0462∗

(1. 94)

roa 3. 156∗∗

(2. 09)
2. 941∗

(1. 95)

cap 8. 500
(0. 86)

6. 740
(0. 68)

lev
-1. 416

( -0. 48)
-0. 789

( -0. 27)

rgr 2. 625∗∗∗

(4. 76)
2. 671∗∗∗

(4. 85)

bs 0. 148
(0. 77)

0. 162
(0. 84)

poid 0. 040
(0. 83)

0. 046
(0. 96)

eage
-0. 069

( -0. 70)
-0. 067

( -0. 68)

emo -0. 737∗

( -1. 83)
-0. 718∗

( -1. 78)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时期固定 是 是 是
 

R2 0. 008 0. 015 0. 178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较低水平,故对创新韧性负向效应不容忽视。 由(3)列
结果可知,控制变量中股权集中度、净资产收益率与销

售收入增长率均对创新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
高管是否有海外背景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 718,且在

10%置信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工业企业营运质量、收益

状况提升有助于技术创新系统韧性增强,高管特质与

持股比例会影响内控与决策,进而对企业创新韧性产

生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第一,加入变量三次项情形下的稳健性检验。 参

考 Haans 等[53]关于 U 型曲线的稳健性检验思路,验证

二者 U 型关系的稳健性。 在式(1)基础上,加入三次项

dc3,通过三次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是否从 U 型转化

为 S 型关系。 从表 3 的(1)列可知,在 10%的置信水平

下, dc 和 dc2 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而三

次项 dc3 的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回归模型加入三次项后

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基准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第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情形下的稳健性检验。

将式(4)替换为式(6),即采用平均最长距离 Icm 替代

原有的平均最短距离 Ic ,进一步根据式(7)得到替代解

释变量 dcm 。 在此基础上,得到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3
的(2)列。 dcm 变量的系数为-33. 264, dcm2 变量的系

数为 32. 973,二者在 1%的置信水平下均显著。 结果表

明,在替代核心解释变量情形下,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

性的 U 型关系成立,结论具有稳健性。

Icmi =
1

1 + ( i 行业与数字产业的平均最长距离)
(6)

dcmk =
∑

n

i = 1
IcmiSalki

∑
n

i = 1
Salki

   (7)
 

第三,替换被解释变量情形下的稳健性检验。 本

节利用企业所属行业专利申请量指标,替代基准回归

情形下利用企业所在城市专利申请量指标。 根据式

(2)重新得到工业企业创新韧性指标( IEIR ),作为替

代变量进行模型参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3 的(3)列。
dc 的系数为-41. 786, dc2 的系数为 37. 484,且二者均

显著,表明 dc 对 IEIR 的驱动效应仍为 U 型关系,可知替代被解释变量情形下回归结果仍稳健。
第四,更换回归方式。 采用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替代双向固定效应,利用高维面板固定效应进行

估计,结果见表 3 的(4)列。 数字邻近度变量的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且均在 1%置信水平上显

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第五,删除部分样本。 考虑到外部冲击对创新韧性的干扰,剔除特定年份样本(2015 年及 2020—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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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加入三次项 替代核心解释变量 替代被解释变量 更换回归方式 删除部分样本

(1) (2) (3) (4) (5)

dc -102. 090∗∗∗

( -2. 68)
-41. 786∗∗∗

( -7. 71)
-52. 000∗∗∗

( -4. 66)
-157. 808∗∗∗

( -4. 21)

dc2 180. 303∗

(1. 88)
37. 484∗∗∗

(7. 67)
48. 324∗∗∗

(4. 31)
163. 655∗∗∗

(4. 43)

dc3 -94. 155
( -1. 44)

dcm -33. 264∗∗∗

( -3. 00)

dcm2 32. 973∗∗∗

(3. 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期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015 0. 015 0. 029 0. 021 0. 01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后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从表 3 的(5) 列可知,数字邻近度的一次项系数为- 157. 808,二次项系数为

163. 655,在 1%置信水平下均为显著。 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仍表现为显著的 U 型关系,与基准回归情形

的结论保持一致。
(三)异质性分析

第一,区域异质性分析。 受地理位置、制度环境等因素影响,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对新兴技

术的接受度与接受能力不尽相同。 依据工业企业所属省份的经济区划分标准,将所有工业企业样本分为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4。 分样本回归结果可知,东部地区子样本中,
dc 和 dc2 变量的系数分别为-44. 813 和 35. 151,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U 型关系成立;曲线拐点位置为

0. 637,即数字邻近度低于 0. 637 时,二者为负向关系,高于 0. 637,则表现为正向关系。 中部地区工业企业

数字邻近度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也表现为显著,符号与东部地区样本一致;拐点位置调整为 0. 498,
即由“负向→正向”关系转变的数字邻近度水平为 0. 498。 根据西部地区子样本结果, dc 和 dc2 变量系数值

均不显著,表明数字邻近度变量对创新韧性的影响微弱。 综上可知,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影响的异质性

不容忽视,中部地区工业企业的拐点位置更易得到,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影响微弱。
第二,产权异质性分析。 将工业企业按照产权性质划分为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两个子样

本,以考察不同产权性质工业企业数字化程度对创新韧性的影响差异性,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4。 一方面,
无论是国有工业企业还是非国有工业企业样本下,数字邻近度的一次项系数均为负值,二次项均为正值,且
均显著,表明分样本情形下的 U 型关系均显著成立;另一方面,U 型曲线的拐点位置存在明显差异。 根据测

算,国有工业企业样本下的拐点位置为 0. 564,非国有工业企业曲线拐点位置为 0. 521,非国有企业的拐点位

置明显低于国有企业,表明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达到“负向→正向”的转折点,表现出更强的组织灵活性和较

低的资源刚性,数字化转型过程对创新活动的匹配性调整更加容易实现。
第三,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企业规模下数字化及创新系统的差异,展开不同规模样本情

形下影响效应的异质性测度。 根据期末总资产均值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工业企业两类,
展开分样本回归。 表 4 中两类子样本情形下, dc 变量系数显著为负, dc2 变量系数显著为正,U 型关系均显

著成立。 同时,大型工业企业样本下的数字邻近度变量的拐点位置为 0. 544,中小工业企业曲线的拐点位置

为 0. 550,大型工业企业的拐点位置略低于中小型工业企业,表明大型工业企业具有更低的资源刚性和数字

技术接受度,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影响效应更容易达到正向效应阶段。
第四,融资约束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还与企业投资、研发

决策等行为密切相关。 选取融资约束(FC)指数表征工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指数越高表明面临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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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程度越高。 根据中位数位置为基准进行分样本,右侧为高融资约束子样本,左侧为低融资约束子样本,分
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4。 无论高融资约束与低融资约束子样本情形下,数字邻近度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

数均显著,且一次项为负值,二次项为正值,两种样本下的 U 型关系均成立。 同时,高融资约束水平下的工

业企业子样本的 U 型曲线拐点位置为 0. 538,低融资约束水平的 U 型曲线拐点为 0. 562,略高于高融资约束

水平样本。 结果表明,高融资约束的工业企业表现为更低的资源刚性,更容易达到数字技术与创新灵活性

的正向耦合机制。
综上可知,数字邻近度与创新韧性之间的 U 型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点。 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

存在,西部地区微弱,并且中部地区更易达到正向效应。 无论国有和非国有类型、大型还是中小型规模、高
融资约束还是低融资约束水平下的工业企业,均表现出显著的 U 型关系。 但拐点位置存在明显区别,其中

国有企业高于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略低于中小型企业、高融资约束低于低融资约束下的工业企业。

表 4　 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按地区划分 按产权性质划分 按企业规模划分 按融资约束划分

东部 中部 西部 国有 非国有 大型 中小型 高约束 低约束

dc -44. 813∗∗∗

( -4. 01)
-74. 190∗∗∗

( -2. 88)
-27. 939
( -1. 30)

-41. 909∗∗∗

( -3. 39)
-55. 174∗∗∗

( -3. 39)
-36. 414∗∗∗

( -3. 47)
-63. 891∗∗∗

( -3. 63)
-51. 988∗∗∗

( -3. 08)
-48. 292∗∗∗

( -4. 49)

dc2 35. 151∗∗∗

(2. 72)
74. 533∗∗∗

(3. 13)
25. 175
(1. 25)

37. 186∗∗∗

(3. 18)
52. 963∗∗

(2. 57)
33. 443∗∗∗

(3. 24)
58. 035∗∗∗

(2. 95)
48. 321∗∗

(2. 52)
43. 000∗∗∗

(4. 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期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021 0. 035 0. 028 0. 027 0. 015 0. 017 0. 018 0. 014 0. 022
拐点位置 0. 637 0. 498 — 0. 564 0. 521 0. 544 0. 550 0. 538 0. 56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四)进一步机制分析

本节在基准回归结果基础上,拟进一步展开中介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5,旨在验证假设

H2 ~假设 H5 四条中介路径是否成立,即数字邻近度能够通过信息开放共享、生产效能提升、市场需求扩张、
知识溢出效应四条路径,间接影响工业企业创新韧性。 具体结果如下:

第一,信息开放共享的中介效应。 根据表 5 的(1)列可知,选取信息开放共享(OPEN)指标作为中介变

量情形下,dc 对 OPEN 的回归系数为 0. 070,且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邻近度的提升能够显著驱

动企业信息开放共享水平的提升。 将中介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后,OPEN 对被解释变量 EIR 的影响系数

为 2. 459,在 5%的置信水平下保持显著。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54] 的中介效应测算研究思路,信息开放共享

的中介效应应为 0. 172( 0. 070 × 2. 459 = 0. 172)。 不仅如此,由于两个系数均为显著,故中介效应也为显

著。 综上,数字邻近度的提升显著增强了工业企业信息开放共享水平的同时,还能够通过信息开放共享机

制正向影响企业创新韧性,假设 H2 成立,且中介效应表现为正向的中介影响。
第二,生产效能提升的中介效应。 根据表 5 的(2)列部分所示的回归结果可知,dc 对 TFP_OP 的回归系

数为 0. 167,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邻近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生产效能提升。 进一步,将中介变

量纳入基准回归模型得知,TFP_OP 对被解释变量 EIR 的影响系数为-1. 306,且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根据中介效应测算思路,两个系数 0. 167 和-1. 306 均为显著,因此中介效应显著成立;不仅如此,中介效应

结果为-1. 139[ 0. 167 × ( - 1. 306) = - 1. 139]。 可知,尽管数字邻近度能够显著促进生产效能的提升,但数

字邻近度通过生产效能提升路径,对企业创新韧性的中介影响表现为显著负向,假设 H3 成立,但表现为负

向影响。
第三,市场需求扩张的中介效应。 根据表 5 的(3) 列所示的回归结果发现,dc 对 MAR 的回归系数为

1. 183,在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正向,表明数字邻近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市场需求扩张规模。 同时,将
MAR 纳入基准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TFP_OP 对 EIR 的系数为 0. 300,且在 10%的置信水平下为显著变

量。 综上可知,由于 1. 183 和 0. 300 两个系数均表现为显著,因此数字邻近度通过市场需求扩张路径,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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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dc -40. 832∗∗∗

( -4. 87)
-39. 030∗∗∗

(8. 41)

dc2 37. 509∗∗∗

(4. 34)
36. 210∗∗∗

(8. 67)

Inc 0. 005∗∗∗

(3. 10)
0. 006∗∗∗

(0. 01)

dc×Inc -0. 079∗∗

(0. 03)

dc2 ×Inc 0. 070∗

(0. 04)
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时期固定 是 是

R2 0. 0148 0. 016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表现为显著,假设 H4 成立。 进一步可知,两个系数均为正值,则得到的中介效应规

模为 0. 355( 1. 183 × 0. 300 = 0. 355),中介效应表现为正向的中介效应机制。
第四,知识溢出效应的中介效应。 根据表 5 的(4)列部分的回归结果所示,dc 对 Spill 的回归系数为

0. 629,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邻近度对企业知识溢出水平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同时,将 MAR
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基准回归模型发现,MAR 对 EIR 的系数为-1. 627,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综上,中介

效应中的两个系数 0. 629 和-1. 627 均为显著,因此通过 Spill 的中介效应也显著成立,即假设 H5 成立。 进

一步可知,中介效应规模为-1. 023[ 0. 629 × ( - 1. 627) = - 1. 023],表明数字邻近度通过空间溢出效应的中

介路径表现为负向的中介机制。
综上可知,数字邻近度通过动态能力提升效应的四条中介路径均显著成立,假设 H2 ~ 假设 H5 均成立。

同时,四条中介路径下,通过信息开放共享(OPEN)和市场需求扩展(MAR)两条中介路径下的中介效应表现

为显著的正向效应,而通过生产效能提升(TFP_OP)和知识溢出效应(Spill)两条中介路径下的中介效应表

现为显著的负向效应。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信息开放共享 生产效能提升 市场需求扩张 知识溢出效应

OPEN EIR TFP_OP EIR Mar EIR Spill EIR

dc 0. 070∗∗

(2. 15)
-48. 159∗∗∗

( -5. 12)
0. 167∗∗∗

(2. 96)
-48. 450∗∗∗

( -5. 38)
 

1. 183∗

(1. 75)
-52. 620∗∗

( -4. 05)
0. 629∗∗∗

(2. 94)
-47. 342∗∗∗

( -3. 69)

dc2
 44. 605∗∗∗

(4. 49)
 

44. 246∗∗∗

(4. 79)
44. 703∗∗∗

(2. 62)
 

45. 044∗∗

(2. 48)
 

中介变量
2. 459∗∗

(2. 18)
 

-1. 306∗∗

( -2. 14)
 

0. 300∗

(1. 85)
-1. 627∗∗∗

( -6. 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期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238
 

0. 017 0. 616
 

0. 018 0. 053
 

0. 016 0. 694 0. 01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五)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内部控制质量(Inc)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参考调节效应研究思路,即在原有模型基础上加入调节

变量及其交乘项[21] 。 式(8)中, Inci,t 为企业 i 在第 t 年
的内部控制质量指数,由企业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

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 5 个因素综合评估得到。 为

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调节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中

心化再相乘得到交互项,结果见表 6。 表 6 的(1)列为仅

加入内部控制质量(Inc)的基准回归结果,数字邻近度一

次项与二次项均在 1%置信水平上显著。 (2)列为加入

内部控制质量与数字邻近度一次项、二次项交互项的回

归结果,dc×Inc 系数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dc2 ×
Inc 系数在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内部

控制质量能够促使 U 型关系曲线变得陡峭,内部控制

质量提升能够强化数字邻近度与创新韧性间的 U 型关

系,调节效应显著。 同时,由图 3 可知,数字邻近度拐点左移(Dig0→Dig1),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创

新韧性更易受数字邻近度正向影响,企业内控质量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6 成立。
EIR it = β0 + β1dcit + β2dc2

it + β3Incit + β4Incit × dcit + β5Incit × dc2
it + αConit + μi + λ t + ε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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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未加入与加入调节变量情形下的 U 型曲线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工业企业 2013—2023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工业企业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

影响效应,以及数字邻近度影响创新韧性的作用机制和调节机理。
(一)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数字邻近度是提升创新韧性的重要方向,二者呈现出“先降后升”的 U 型关系。 区别于现有基于

投入指标的企业数字化测度,本文从产出视角下构建“技术距离+资源能力匹配”的数字邻近度指标表征企

业数字化程度,以更新现有数字化赋能创新系统结论;另外,从韧性视角下展开创新效应分析,区别于现有

成果集中于创新绩效或创新效率的赋能机理分析,为提升企业创新系统的风险应对能力提供参考。 研究发

现,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影响的一次项系数为-49. 606,二次项系数为 45. 000,关系转变的拐点位置为

0. 551。 数字邻近度高于 0. 551 时,数字邻近度与创新韧性才表现为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否则为显著的负

向驱动效应,研究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第二,数字邻近度具有显著的信息开放共享、生产效能提升、市场需求扩张和知识溢出效应,通过四种

效应机制进而对创新韧性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 数字邻近度对四种效应的影响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效应,
即能够带动企业信息开放共享水平、生产效能提升、市场需求扩张和知识溢出水平,进而对企业创新韧性水

平产生显著的影响。 不仅如此,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影响效应,受到工业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调

节作用。 其中,内部控制质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与一次项的交乘项系数为负向,与二次项交乘项系数为正

向,结合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的符号,故调节作用均为正向,且加入调节变量后的 U 型曲线拐点位置明显向

左移动。
第三,根据异质性分析结论可知,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其中,东部和

中部地区的 U 型关系显著,且中部地区的拐点位置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影响

表现微弱。 同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低融资约束与高融资约束下的工业企业

均表现为显著的 U 型驱动效应;拐点位置方面,国有企业低于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低于中小型企业,高融

资约束企业低于低融资约束企业。
(二)政策启示

第一,提升数字邻近度水平是工业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创新韧性的重要方向。 根据研究结论可知,数
字邻近度与创新韧性间呈现为显著的 U 型关系。 并根据样本分析,观测值中 95. 75%的观测值处于曲线左

侧,仅不到 5%的观测值位于曲线右侧。 表明中国工业企业总体处于数字化发展初期,数字化变革对企业创

新系统带来的资源挤出效应、创新活动的系列变革性投入增加不容忽视,是数字化变革“阵痛期”。 U 型关

系的存在性,为“不愿改、不想改”的工业企业提供更多的数字化发展自信。 只有更快地提升数字化发展进

78

赵巧芝等:
 

数字邻近度对工业企业创新韧性的赋能效应研究



程,并搭配配套的动态能力适配性变革,才能更好地迎接数字化对创新韧性的正向赋能阶段的到来;一旦进

入正向耦合阶段,更大幅度的数字邻近度改革,更进一步释放对创新韧性的正向提升潜力。 因此,加快数字

化转型进程,降低企业资源刚性的约束程度,通过资源、机构与管理能力提升,加快数字化赋能创新韧性潜

力的进程。 一方面,加大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技术的融合研发,缩小企业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技术距离,为企

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准备,也是生产技术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从知识储备、数字化研发人才培养、
研发投入偏向等多个维度发力;另一方面,从资源禀赋、机构设置、管理流程、生产流程的数字化改造等方

面,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所需要的资源与管理能力匹配度,降低资源刚性带来的抑制效应,为企业创新

研发环节的数字化融入提供更多坚实的基础,最终提升企业创新研发的韧性水平,促进工业企业创新成果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重视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的差异化特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完善数字化与创新韧性的耦合机制设

计。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于非国有与国有、东中西部地区、大型与中小规模、高融资约束与低融资约束类

型的工业企业而言,数字邻近度驱动创新韧性的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一方面,U 型曲线效应对于西部地区的

工业企业而言并不成立,西部地区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具有明显滞后性,对于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仍处

于较为微弱阶段。 如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及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网络效应与成本效应,为技术

创新系统赋能仍处于初期。 加快数字化转型投入,并充分对接中东部地区工业企业数字技术溢出、数字知

识溢出、网络与成本效应等方式,缩短数字技术距离,重视后发优势发挥,避免中东部数字转型的不利影响,
为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企业创新过程带来的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创新韧性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对于中东

部地区工业企业而言,更大幅度、更深层次地加快企业内部资源整合,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创新系统构建、
创新流程优化与创新风险应对能力提升,降低资源刚性与知识惯性的约束作用,更好地促进数字技术与企

业创新系统的耦合机制形成,从而促进工业企业更为迅速地越过拐点位置,进入创新韧性的正向效应区间。
第三,充分重视数字邻近度与创新韧性的四种中介渠道,为更大程度地发挥数字化通过信息开放共享、

生产效能提升、市场需求扩张和知识溢出四类机制,最终为工业企业创新韧性提升赋能提供依据。 在不断

降低与数字技术的距离和重视企业类型差异特征基础上,进一步识别不同工业企业在四类路径方式下自身

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hreats,SWOT),基于 SWOT 分析基础上,不断完

善数字邻近度的创新韧性提升潜力,以更详细地识别创新韧性提升的短板方向和优势路径,从而为不断充

实数字邻近度赋能机制提供更加详细的参考方向。
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以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邻近度对创新韧性的影响机制,未来可以围绕

制造企业、高技术企业、“小巨人”企业等其他类型开展研究,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此外,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不断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创新韧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单一企业层面,还改变着企业间

创新竞合关系和创新网络结构。 数字邻近度对创新竞合关系、创新网络韧性的影响探讨,是未来进一步研

究深化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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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ing
 

Effect
 

Research
 

of
 

Digital
 

Proximity
 

on
 

the
 

Innovation
 

Resilienc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Zhao
 

Qiaozhi,
  

Zhang
 

Chunyu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3,
  

China)

Abstract:
        

Simulating
 

the
 

innovation
 

resilienc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China
 

to
 

strengthen
 

its
 

innovation
 

system􀆳s
 

sustainable
 

capacity.
  

With
 

A-share
 

list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s
 

research
 

sample
 

from
 

2013
 

to
 

2023,
  

digital
 

proximity
 

degree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y
 

theory
 

and
 

product
 

space
 

theory
 

firstly,
  

and
 

then
 

panel
 

data
 

econometric
 

model
 

was
 

utiliz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and
 

mediating
 

effect
 

of
 

digital
 

proximity
 

on
 

innovation
 

resilienc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digital
 

proximity􀆳s
 

empowering
 

effect
 

shows
 

such
 

U-shaped
 

curve
 

which
 

the
 

turning
 

point
 

is
 

0. 551.
  

Moreover,
  

it
 

remains
 

robustness
 

in
 

a
 

series
 

of
 

robust
 

tests.
  

Secondly,
  

digital
 

proximity􀆳s
 

empowering
 

effect
 

indicate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Concerning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se
 

effects
 

are
 

U-shaped
 

curve
 

for
 

both
 

eastern
 

and
 

central
 

enterprises
 

while
 

it
 

shows
 

weak
 

and
 

not
 

significant.
  

Meanwhile,
  

for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y
 

both
 

show
 

U-shaped
 

curves
 

and
 

the
 

turning
 

poi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slightly
 

more
 

than
 

that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turning
 

point
 

for
 

large-scale
 

enterprises
 

is
 

lower
 

than
 

tha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ones.
  

For
 

higher
 

financing-constraint
 

enterprises,
  

it
 

is
 

lower
 

than
 

that
 

of
 

lower
 

financing-constraint
 

o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rporate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is
 

non-negligible.
 

Thirdly,
  

among
 

the
 

four
 

mediating
 

effects
 

of
 

dynamic
 

capacity,
  

two
 

of
 

them
 

( OPEN
 

and
 

MAR)
 

are
 

positive
 

mediating
 

effects
 

while
 

the
 

other
 

twos
 

(TFP_OP
 

and
 

Spill)
 

indicate
 

negative
 

effects.
  

Theref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proximity
 

mechanism
 

in
 

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the
 

positive
 

empowering
 

pathways
 

of
 

digital
 

proximity
 

to
 

enhance
 

innovation
 

resilience
 

through
 

dynamic
 

capabilities,
 

which
 

provides
 

new
 

driving
 

forces
 

for
 

stimulat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ilience
 

capac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Keywords:

        

digital
 

proximity;
  

innovation
 

resilience;
  

empowering
 

mechanism;
  

panel
 

data
 

econometric
 

model;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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